
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权演变:国家政策与实际执行的对比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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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: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农地使用权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然而这种政策变化在实

践中有多大程度得到贯彻执行，至今还没有做系统的比较分析。本文目的是从农地使用权期限、
农地调整、农地确权、农民自主经营决策权以及农地转让权 5 个方面，揭示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
权政策与实际执行的差异，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实证依据。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农
户调查数据，研究结果表明，虽然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现实变迁与国家政策的演变方向基本一致，

但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，现实与政策还有一定差距。为此，本文认为加强
既定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在未来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同等重要。
关键词:农地使用权; 政策演变; 政策执行; 比较分析

一、引 言

改革开放以来，包括稳定农地使用权在内的农

村土地制度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，促进

了农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( McMillan 等，1989; Lin，
1992; Huang 等，1996 ) 。1978—2008 年，农业国内
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4. 6%，远高于人口年均
1. 1%的增长速度①。Besley( 1995) 指出，稳定的产
权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。为此，稳定农地使用权及
其绩效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。如张红宇
( 2002) 系统回顾了到 20 世纪末中国农村的土地制
度变迁及其绩效。姚洋( 2000 ) 和赵阳( 2007 ) 等认
为，土地承包期的延长提高了农户对农地使用权的

稳定性预期。俞海等( 2003) 和许庆等( 2005 ) 的研
究指出，不同类型的农地调整代表程度各异的农地

使用权稳定性，并对农户产生不同的长期投资激

励。冀县卿等( 2010) 和黄季焜等( 2012 ) 发现农地

使用权确权等提高农地使用权稳定性政策的加强

和实施，提高了农户有机肥的施用量，进而有助于

促进农业的长期增长。钱忠好( 2002 ) 分析了我国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制度瓶颈，研究结

果发现稳定的农地使用权对农户具有正向的激励

作用。
围绕农地使用权稳定性的政策变迁与落实情

况，学术界也已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。如张红宇
( 2002) 和王燕燕( 2010) 等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
国农地使用权变迁的历程。叶剑平等( 2006、2010)
则对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

研究。也有的研究就农地使用权的某一个方面进
行了政策与现实执行情况的对比，例如，陶然等

( 2009) 对二轮承包后农村土地调整的政策与现实
状况进行了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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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就目前的文献来看，系统地在同一框架

内、运用相同地点、长期跟踪农户的面板数据分析
和对比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使用权的政策演变与实

际执行情况的研究尚不多见。因而，将全国范围有
代表性的样本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，梳理改革

开放以来农地使用权的政策演进、了解各项国家政
策在实践中的实际执行情况，分析它们与政策要求

之间的差异，这对总结过去经验和判断未来的农地

使用权稳定性的变动趋势和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

的政策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。

二、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使用权的政策演变

中国政府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，一直沿着

稳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方向演变。具体而言，农民
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增强体现在以下 5 个方面的
变化上:

( 一) 农地使用权期限

农地使用权期限由最初的无明确年限延长到

国家政策强调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。家庭承包
责任制推广初期，对承包期限并没有规定; 1984 年
的中央 1 号文件规定了 15 年的承包期; 90 年代中
后期开始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又把新一轮的承包期

延长到 30 年，这一规定写入了 1998 年修订的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。2008 年十七届三中
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
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明确指出，要“赋予农民更加充
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，现有土地承包关系

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”。
( 二) 农地调整

中央政府对农村土地调整出台了一系列逐步

添加限制条件的政策。1997 年之前，无论是“大稳
定 /小调整”政策，还是“增人不增地 /减人不减地”
等政策都开始逐步限制农地调整，但一些情况下仍

然允许农地的大调整和小调整。1997 年《关于进
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》是一个
转折点，其强调，“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
包，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，

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。”“‘小调整’只限于人地
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，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

整。”1998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
2002 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
都规定了除特殊情况下个别农户可以进行有限的

农地小调整外，不允许重新调整农地。
( 三) 农地使用权确权

国家逐步强调确权颁证，以落实、明确并依法
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。分田到户初始虽然已规

定集体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，但合同随意性较

大。1997 年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》中要
求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定农民的土

地使用权。2002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
包法》进一步要求向农民签发书面的农村土地承包
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确定土地承包关系。
从 2007 年开始，更进入强调落实确权颁证、落实农
村土地承包关系阶段。
( 四) 农民农地自主经营权

国家政策从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到充

分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方向演变。1982 年
中央 1 号文件规定，“为了保证土地所有权和经营
权的协调与统一，社员承包的土地，必须依照合同

规定，在集体统一计划安排下，从事生产。”1985 年
中央 1 号文件规定，“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
达指令性生产计划。”2002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
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十四条第二款要求发包方须“尊
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，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

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”。
( 五) 农地转让权

国家政策发生了从严格限制农地流转到允许

农民可以在承包期内依法、自愿、有偿流转其土地
使用权的变迁。土地承包初期，土地流转是不允许
的，1982 年中央 1 号文件规定，“社员承包的土地，
不准买卖，不准出租，不准转让，不准荒废，否则，集

体有权收回。”但从 1984 年开始，政府逐步鼓励农
地使用权的转让，当年的中央 1 号文件规定，“鼓励
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。”1998 年的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“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
让”，把农地转让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给予保护。
2002 年以后，关于农户农地转让权的具体内容，如
流转主体的权利义务、流转方式以及流转收益的归
属等，都有了详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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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抽样方法与数据

为系统评估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权政策的实

际执行情况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( 简写

为 CCAP，下同) 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现实
状况于 2000 年 11 月进行了基本上具有全国代表
性的第一次大规模入户调查，并于 2009 年 4 月对
2000 年第一轮调查的农户进行了追踪调查①。

2000 年，CCAP在对农地使用权稳定性进行调
查时，采用了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。首先，
确定样本省。调查省份的选择代表了中国东中西
三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区域的 6 个省份，即东部
沿海地区的辽宁省和浙江省、中部地区的河北省和
湖北省、西部地区的陕西省和四川省。其次，确定
样本县。将每个样本省的所有县按照人均工业总
产值分成 5 组，从每组中随机抽取 1 个样本县，共

抽取 30 个样本县。再次，确定样本村和样本农户。
在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 2 个村，分别代表在当地经
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和较低的村; 在每个村，随机抽

取 20 个农户; 共计 60 个样本村、1200 个样本农户。
在 2000 年抽样调查的 1200 个农户中，数据处理
时，去除丢失和录入错误的 11 户样本后，得到 1189
户有效样本。2009 年初，调查人员试图回访 2000
年调查的所有农户，经过艰苦的努力，获得了 1071
户有效样本。丢失 118 个样本的原因主要有: 第
一，2008 年汶川地震导致无法对四川省的两个村
进行跟踪调查; 第二，一些 2000 年调查的农户 2009
年已经不在本村生活，多数是全家搬走或家人都在

外面打工或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等; 第三，部分

老年户在 2000—2009 年因逝世而不存在。

四、1978—2008 年农地使用权现实及与政策对比

( 一) 农地使用权期限

调查发现，随着土地二轮承包政策的实施，农

地使用权期限与政策规定相符。在调查中，通过详
细询问样本村第一次承包到户的时间和第二轮土

地承包的时间，间接地反映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变

迁。由表 1 可见，截至 1984 年，97%的调研样本村
完成了第一次分田到户的工作。截至 1999 年，
97%的村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。到 2008 年，所
有被调查村都实施了二轮承包，农户的农地使用权

期限得到了延长。

表 1 第一次分田到户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年份及村庄数a 和比例 ( 个，% )

分田到户年份及村庄数和比例 第二轮承包实际年份及村庄数和比例

第一次
承包到户年份

村庄数 村庄数比例
第二轮承包
实际年份

村庄数 村庄数比例

1979 2 3 1994 3 5

1980 3 5 1995 2 3

1981 9 16 1996 2 3

1982 22 38 1997 20 35

1983 15 26 1998 14 24

1984 5 9 1999 15 26

1985 2 3 2000 2 3

注: a表示村数为 58 个

( 二) 农地调整

农村土地调整可分为大调整和小调整两类。
农地大调整指无论承包是否到期，集体将全部承包

地打乱重新分配给农户; 小调整则指在个别农户之

间调整分配土地。调查发现，分田到户以来一直存
在农地大小调整现象，但 2000 年以来，发生农地调
整村的比例明显减少( 见图 1 ) ，这可能与 1998 年
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开始对农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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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的严格限制有关。
1982—2008 年，农地大调整经历由波动增
加到绝对减少再到停止调整的过程。1982—
1996 年平均进行过大调整的村所占的比例为
6% * ，1997—1999 年这一比例则高达 11%，
2000—2008 年这一比例降至 1%，实际上从
2006 年以来农地大调整就不再发生了。

1982—2008 年，农地小调整经历由波动增加
到绝对减少的过程。1982—1996 年平均进行过小
调整的村所占的比例为 15%，1997—1999 年这一
比例则高达 32%，2000—2008 年这一比例降低至
7%。二轮土地承包以来，虽然样本村发生过农地
小调整的比例明显降低，但直到 2008 年农地小调
整依然存在，这与国家相关政策没有对农地小调整

进行绝对限制有关。

图 1 1982—2008年农地大调整和小调整的村所占比例

可见，虽然农地调整趋势变化同各期政策出台

比较一致，各项控制农地调整的政策在实践中产生

了一定影响，但各地农地调整的实际情况与国家相

关政策规定还有一定的差距，在农地大调整方面，

国家政策在 1997 年的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

通知》中就开始严格禁止农地大调整，而实际调查
表明直到 2006 年才开始停止农地大调整，相差近
十年的时间。
( 三) 农地使用权确权

对农地使用权确权调查的结果表明，农户土地

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比例不高

( 见表 2) 。在受调查的农户中，仅持有农村土地承
包合同的农户比例为 17%，仅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
证书的农户比例为 14%，两者都持有的农户比例刚
刚过半数，为 51%。此外，仍有 18%的农户既未持
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未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

证书。图 2显示，1999年和 2005 年是农村土地承包
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两个高峰时点。
1999年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
发放的第一个高峰时点，这可能与第一轮土地承包

到期，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有关。2005 年是农村土
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另一个高

峰时点，这可能与 2002年开始的国家对农民土地使
用权确权颁证的力度加大有关。

表 2 2008 年农户持有土地合同和证书的情况
( n = 1093)

项目 样本数( 户) 比例( % )

仅持有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户 181 17

仅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
户

158 14

两者都持有的农户 554 51

两者都未持有的农户 200 18

图 2 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
发放时间的分布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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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将 1982—2008 年分为 3 个时期是因为 1997—1999 年这一时期同其之前的 1982—1996 年和之后的 2000—2008 年有所不
同。1997—1999 年是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即“三十年不变政策”落实的时间段，这一时间段大致是各地进行农地
调整的高峰期。如杨学成等( 2001 ) 等的调查也发现，大规模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真正从 1998 年开始，截至 1999 年 12 月底有
86. 6%的村开始了“三十年不变政策”的工作



综上所述，农户同时持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

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比例刚刚过半数，这与

2007 年农业部等部门颁布《关于开展全国农村土
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》中明确要求“农村土
地承包经营权证到户率 2007 年底达到 90%以上”
的要求相差甚远。
( 四) 农民农地自主经营权

调查表明，与政策一致，农民已经有完全独

立的农地自主经营权 ( 见 表 3 ) 。1995 年，
91. 7%的农户可以自行决定种植的作物品种，
这一比例在 2000 年上升到 98. 3%，截至 2008
年，全部的农户都可以自行决定种植作物品种，

这与国家政策强调尊重农民独立的自主经营权

吻合。

表 3 1995—2008 年农户自主经营权变迁情况 ( % )

可以自行决定 可以，但须征得村里同意 不可以，得由村里说了算

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
91. 7 98. 3 100 5. 0 1. 7 0 3. 3 0 0

( 五) 农地转让权

为了解农地转让权问题，调查人员分别走访了

村委会书记、主任等村干部和农户。调查结果总结
如下:

1. 村干部的调查结果。对村干部的调查发
现，到 2008 年农户基本可以依法自行决定流转自
己的土地，但村内流转和村外流转时自行决定权的

程度略有不同( 见表 4 ) 。1995 年、2000 年和 2008
年，农户可以自行决定在村内流转土地的比例分别

为 75%、82%和 97% ; 到 2008 年，只有 3%的村农

户在村内流转农地时需要征得村干部同意。
当农户的土地流转到村外其他人时，虽然需要

村干部同意的村也不断减少，但到 2008 年还有约
1 /5的村要么需要村干部批准要么不允许流转。表
4 表明，农户可以自行决定将土地转给外村村民的
比例由 1995 年的 65%提高到 2008 年的 79%。但
调查结果也表明，到 2008 年，有 16%的村在土地流
转到村外其他人时需要征得村干部同意，还有 5%
的村不允许土地转给外村村民。

表 4 农户土地流转范围( 1995—2008 年) ( % )

范围
可以自行决定 可以，但须征得村干部同意 不可以

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 1995 2000 2008
村内流转 75 82 97 17 17 3 8 1 0
村外流转 65 68 79 8 7 16 27 25 5

2. 农户的调查结果。对农户的调查表明，他
们对土地的转让、转包权利的认知度较高，基本领
会了国家的政策。由表 5 可见，55%的被调查农户
认为可以转让自己的土地，其中，47%的农户认为
可以完全由自己决定是否转让土地，8%的农户认
为需经过村干部批准或通知村干部后才可以转让

自己的土地; 84%的被调查农户认为可以转包自己
的土地，其中 77%的农户认为可以完全由自己决
定土地是否转包，7%的农户认为要经过村干部批
准或通知村干部后才可以转包自己的土地。30%
的农户认为不可以转让自己的土地，认为不可以转

包自己土地的农户比例则较低，只有 5%。还有

15%和 11%的农户不知道自己有转让、转包自己
土地的权利。

表 5 2009 年农户对自家的土地是否可以转让、
转包的认知 ( 个，% )

选项
转让 转包

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

可以 585 55 897 84
其中: 可以，自行决定 501 47 821 77
可以，但需得到村干部的批准 64 6 49 5
可以，但需要通知村干部 20 2 27 2

不可以 325 30 49 5
不知道 159 15 123 11
合计 1069 100 1069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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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，对村干部的调查发现，他们认为农户基

本可以依法流转自己的土地，但村内流转和村外流

转略有不同; 对农户的调查发现，农户对其土地的

转让、转包权利的认知度较高，基本理解了国家政
策的变动趋势。但在个别地区和村庄，目前农户在

土地向村外流转方面还存在一些限制因素，这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中承包方有权
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方

式的规定有些差距。

五、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

改革开放以来，农地制度从总体上看是朝着稳

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方向演变。基于具有全国代
表性的随机抽样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，从总体来

看，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现实变迁与国家政策

的演变方向基本保持一致，农民已经有完全独立的

农地自主经营权，但是研究也发现，农民土地使用

权的现实状况与政策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虽

然这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。
本文的政策启示是，在现有的法规和政策体系

下，加强既定的包括农地使用权在内的农地政策的

执行力度，其和未来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同等重要。
同时，改进现有农村土地法规和政策，积极开展农

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试点工作，主要包括，改 30
年农地承包使用权政策为 99 年或永久承包使用权
政策，进一步提高农地使用权的稳定性; 在完善农

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础上，允许农地进行抵

押，允许土地使用权证的买卖，充分发挥土地生产

要素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; 推进农地承包经营

权流转市场的发展，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和

农业经营体制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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